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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关系即国家利益关系，国家利益有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但最

为重要的是战略利益关系。与经济利益相比，安全利益则是决定国家战略关系性质的首要因

素。 

国家安全利益是双边战略关系的首要基础，经济利益是第二位的；维护国家安全主要依

靠的是国防力量，其次才是经济力量；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不必然加强双边战略关系，也有增

加战略摩擦的可能。 

 

2002 年国际关系最突出的特点是国际社会对安全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对经济问题的关心。

这一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国家的战略关系中，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何者更重要呢？

经济实力与安全实力是什么关系呢？战略关系与经济关系是否一致呢？笔者想就国家战略

关系中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谈谈管窥之见。 

安全利益对国家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超过经济利益 

国家关系即国家利益关系，国家利益有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但最

为重要的是战略利益关系。与经济利益相比，安全利益则是决定国家战略关系性质的首要因

素。根据国家的安全利益关系，我们可以将国家关系分为三种最有代表性的类型：安全利益

共同性大于冲突；安全利益冲突大于共同性；安全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冷战后的美日关系、

美俄关系和中德关系分别属于这三类。 

有较多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无论它们的经济关系如何，它们的战略关系性质是合作。

最典型的例子是美日关系。美日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经济利益竞争最为严重，即

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双方经济冲突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双方仍保持了盟友关系。从反面证明

这一点的是冷战后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中俄之间的贸易额远远小于中美、中日和俄欧

的贸易额，但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比这两国与其他几大力量的关系都紧密。 

安全利益冲突较大的国家，无论它们的经济关系如何，它们之间的战略关系都是相互防

范甚至对抗。以 20 世纪 80 年代和冷战后两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例，我们会发现 1979—1988

年期间中美贸易额增长了 4 倍，1990—1999 年期间增长了 5.2 倍，这两个时期的中美经济

关系发展情况差不太多，但中美战略关系在前一时期是加强合作，而后一时期是增强相互防

范。其原因是中美在前一个时期共同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威胁，而后一个时期双方缺少重大的

共同安全利益。当安全利益是冲突时，两国如果没有共同经济利益关系，双方的敌对程度有

可能更高，如冷战时的美苏关系。但共同经济关系的有无对双边战略关系的影响只是程度问

题而不是性质问题。 

没有直接安全利益关系的国家，它们的战略关系性质至少不是对抗性的，最多是和平竞

争性关系。这时的国家战略关系是在和平关系的范畴之内，经济利益关系才有可能决定战略

关系的性质是合作为主还是竞争为主。例如，地理上的距离使中国与欧洲国家没有直接的安

全利益关系，因此德国作为中国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与中国发展了合作为主的关系，较多的

共同政治利益使中法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冷战后日本与西欧国家也无直接安全利益关系，

但日本技术的先进性使得日本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合作与竞争参半。 

安全实力与经济实力难以相互替代 

国家利益是多方面的，因此就存在着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原则上讲，维护国家利益需要

依靠综合国力，但这并不等于说维护具体国家利益时对各种国力要素的需求都一样。一般讲



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主要依靠的是军事力量，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则主要靠经济实力。我

国古代历史多次出现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受到经济落后但军事实力强大的北方民族侵入，经

济实力并不能有效用于维护国家安全。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但它却需要美国为其

提供安全保障。美国维护其国家安全是靠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其最大的经济

实力。如果美国只有后者而没有前者，其国家安全是得不到现有的保障的。同样的原理，以

军事力量来维护经济利益也不是最有效的。 

安全实力与经济实力不但难以相互替代，而且相互之间的转换也绝非短期内所能做到的。

由于一些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于是有人认为有了经济实力发

展军事实力只是一个意愿问题，即愿意将多少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然而实际情况并非

如此。军事实力包括了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主要是装备，软件则主要是作战经验基础

上的策略。经济实力不仅无法直接转化成为作战经验而且也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为军事技术。

作战经验主要来自于战争实践，这不是有资金投入就能得到的。以日本为例，虽然日本军费

开支约 50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但由于自 1945 年以来没有任何战争实践，所以日本自卫

队缺少实战经验，如果没有日美同盟的保护，日本是没有可靠的防务能力的。此外，高科技

军事技术是以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为基础的，也不是投入经济资源就能获取的。我国防建设

面临的技术封锁困难是典型例证。我国没有外部的军事保护，国家安全只能依赖自己的国防

力量。然而 1999 年我国开始加大国防建设的投入后，面临的困难是无法在国际上购买到最

先进的军事技术，而自行开发军事技术需要长期的科研与生产经验积累，绝非短期投入可以

见效的。 

经济实力的增长还可能引发军事实力不足的问题。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国家经济

利益的总量也随之扩大，这可能使原有的军事实力不足以维护随着经济利益扩大而增长的安

全利益。例如，中国一穷二白时，我们可采取对军事能力要求不高的诱敌深入的安全战略，

而改革开放之后的巨大经济成果则要求我们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能力才行。我国在海外的经

济利益不断扩大，特别是对海外资源运输的依赖，使我海军力量明显不能满足新的安全利益

要求。 

战略关系与经济关系可逆向发展 

国家关系中的战略关系与经济关系并不必然有相关联系。冷战结束后，中美经济关系一

直呈不断上升趋势，但中美战略关系却出现过两落两起的变化。克林顿第一任期时，中美战

略关系不断恶化，1996 年在台海地区发生中美军事对峙；而后克林顿政府出台对华全面接

触的政策，中美战略关系出现缓和，1997 年中美领导人达成共识“致力于建立面向 21 世纪

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布什 2000 年上台后将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加以防范，说无论

如何都要保卫台湾，双边安全关系再次倒退；“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在反恐问题上寻求

中国的合作，于是双边战略关系又开始改善。然而自 1990 年以来中美贸易额一直呈上升趋

势，由 1990 年 118 亿美元增长到 1996 年的 428 亿美元，此后又增至 2000 年的 744 亿美元，

布什执政后，中美贸易额在 2002 年增长至约 900 亿美元。这 

个事例表明冷战后的 11 年里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与经济关系的变化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而在战略关系倒退时期，两种关系还表现为是逆向发展。 

经济关系紧密还有可能影响安全合作关系。两国具有紧密的经济关系有助于增加共同利

益，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增加双边经济利益的摩擦，这些摩擦如果严重的话还会影响双边安全

关系。冷战后中日经济相互依附关系不断加深，随着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加和中国对日出口的

增加，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的舆论越来越热。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对华投资导致日本

经济空心化，这对日本构成严重的战略威胁。这种思想的蔓延加强了日本防范中国的心理，

日本政府甚至不惜引发领土争端，以向私人租借钓鱼岛为名巩固其对该岛的非法占领。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短的结论，即国家安全利益是双边战略关系的首



要基础，经济利益是第二位的；维护国家安全主要依靠的是国防力量，其次才是经济力量；

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不必然加强双边战略关系，也有增加战略摩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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